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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

罗 翠 芳
(江汉大学 城市研究所,湖北 武汉430056)

摘 要: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直接研究、整体研究很少,其相关性研究散

见于其他专题研究之中。分析西方与此关联的论著,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在不

断增加,城市内部的现代性在逐渐扩散。然而与此同时,也能感知到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

病”以及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不足。总体看来,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都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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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的基本线索是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① 不过,如果以这种观点来审

视西方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论著,可能会有点失望。虽然,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成果

非常多,却很少直接从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两个主题出发来论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的发展。事

实上,西方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很多论著的内容趋于微观,如果把这些论著

纳入到城市化或城市现代化如此宏观命题中来,有点勉为其难。尽管如此,本文还是想从城市化与城市

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对西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从中了解西方人是如何看待那一时期中国城

市在“量”(城市化主要是从量方面来看的)与“质”(城市现代化主要是从质方面来看的)上的发展。

一、相关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的中国近代城市研究动态,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回

顾与述评。例如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安克强《19-20世纪的中国城市与城市

社会: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评论》,王迪《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

研究》,以及熊月之与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等论著。不过,以上学术综述都没有从城市化与城市现

代化这两条主线出发,而且其内容基本上也没有涉及西方对同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在这一

方面,行龙的《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一文,显得难能可贵,它对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

城市化的成果有所列举,不过没有进一步展开②。下面,先来看看西方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

的研究成果以及主要观点。

①

②

目前学术界一般把“城市近代化”改称为“城市现代化”,故笔者在此采用“城市现代化”一词。

类似文献有: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安克强《19-20世纪的中国城

市与城市社会: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评论》,《城市史研究》第23辑,2005年版;王迪《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

1996年第1期;魏楚雄《挑战传统史学及研究方法———史学理论与中国城市史研究在美国及西方的发展》,《史林》,2008年第1期;卢汉

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熊月之、周武:《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版;LiuHaiyanandKristinStapleton:ChineseUrbanHistory,ChinaInformation.Vol.20,No.3;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

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10-09-29
作者简介:罗翠芳(1973-),女,湖北松滋人,历史学博士,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城市史、西方经济史。



二、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

其实,经笔者长期收集整理发现,西方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且真正直

接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常见的是,一些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有一定相关性的

内容散见于其他专题研究之中,往往也只是一笔带过或片言只语。下面,选取代表性成果进行说明。
(一)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

目前,西方文献中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当属特里瓦萨一文:《中国城市:
数量与分布》(1951),该文回顾了中外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数量与人口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
提出那一时期中国有216个中国城市,而且还以省份为单位进一步罗列出在1922年、1930年、1937年、

1948年、1949年5个时间点上城市人口的不同统计数据[1]337-346。
具体说来,该文回顾了西方有关中国城市数量及城市人口研究文献。例如,他认为第一个尝试列出

中国城市及其人口数的书是斯托弗的《基督教在中国》,此书列出了1922年中国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数

量,提出人口超过25000的城市有370个。此后,第二个尝试列举中国城市数及人口数的是托尔加谢

夫的一篇文章《中国城市人口》,此文大量引用斯托弗1922年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列出了1930年中国

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数量。托尔加谢夫估算人口数超过25000的城市有467个,当时城市人口总数是

50301500[1]331-332。与此同时,《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一文还罗列了当时中国人在城市数量及城市人

口总量方面的统计数据。现在看来,尽管此文在城市数量及人口总数上的准确性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
是它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对于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中的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

的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虽说铂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的主要内容与本文主旨关联不大,但是其附录5城

市人口统计(1900-1958年)对于了解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数量与人口变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在

表附5-1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中,作者列出了约在1900-1910年间、20世纪20年代初、1938
年、1953年、1957年、1958年等时间段与时间点上,中国各省城市及城市人口,从该表中大致可以看出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同一城市的人口变化轨迹[2]388-395。
在西方中国近代城市史论著中,偶尔也能看到西方对近代中国城市人口数有所提及。例如,罗

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说,1925年上海人口约有230万。1936年,上海人口330万,
北京140万,天津130万,汉口120万,广州95万,南京65万,苏州、杭州、福州、南昌各为50万[3]卷首。
但是,西方大多数中国近代城市史论著中的城市人口数据,都是引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中
的城市人口数据①。

(二)中国城市化的相关提法

苏珊·曼的《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历史变迁》一文,从标题上看,是一篇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文章。
其实,该文并没有具体探讨那一时期中国城市数量及人口,而是介绍中外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观

点及看法。在该文中,作者介绍了美国学者有关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三个重要观点。其一是罗兹曼的

集聚型城市空间模式。罗兹曼认为,中国城市层级结构的显著特征是人口和物资呈“底大”的不平衡分

布。在乡村小镇与大城市之间的中等城市比较少。中国城市化指数与同一时期日本城市化比较,相对

较低,这种城市层级结构与低城市化率,不利于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迈进。其二是施坚雅的城市平衡增长

的空间模式。施坚雅把19世纪中国划分为几个大区域,来研究其城市化与城市特征,通过此种方法,他
得出: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出现了比同一时期其他国家“更平衡”的发展模式。如此看来,施坚雅与罗兹曼

的观点决然不同。最后是墨菲的通商口岸模式。墨菲认为中国通商口岸,对近代中国有一定影响,但是

① 例如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版)中第19-20页,韩起澜著,卢明华译的《苏北人在上海,

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顾德曼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第161页,等等,所列出的城市人口数,基本是引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中的数据。



此种影响非常有限[4]79-113。
虽然施坚雅与罗兹曼的研究模式与观点,对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整体上看,施坚雅与罗兹曼对中国城市研究的时间段,侧重在20世纪之前的19世纪或者说以前更远

的年代,较少直接涉及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城市化。虽然中国19世纪末的城市化与20世纪上半期的

城市化之间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但是在20世纪初大机器工业生产采用之后,中国城市化发展,不论从速

度还是从范围来看,都加快扩展了。与施坚雅、罗兹曼不同的是,墨菲的著作本身并没有直接关注中国

近代城市化,它只是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两种视角直接解剖了中国城市主义(生活)的特性与条约口岸

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这三人的论著都没有直接论述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城市化。但是,卡蒂尔在其

博士论文《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中,直接把罗兹曼、施坚雅与墨菲对中国城市的

三种研究模式与观点,看成是西方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三种模式[5]24-46。不过,严格说来,西方对

中国近代城市化进行宏观研究的,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施坚雅一人,而施坚雅对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

究基本止于19世纪末。
纵览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颇多,然为什么唯独对同一时期城市化却很少涉

及? 这一点着实令人费解。对20世纪之前中国城市宏观方面研究的西方学者中,有两个著名学者罗兹

曼与施坚雅,而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宏观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除了墨菲,似乎就没有了。而后

者,也没有直接从城市化这一角度来研究那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西方还没有出现

主要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学者,也没有整体城市化研究成果出现。从历史学说,这一时期

城市化也属于城市史范畴,严格说来是城市化史,然历史学者却很少涉及该领域,从城市地理学来说,地
理学者也较少涉及。对此,地理学家马润潮先生的解释是,“没有全国的城市统计数据,难窥城市化全

貌”①。这一点也许说得通。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是不是因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本身就不发

达,文献少,而西方研究就很少呢?
(三)感知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

整体看来,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研究很少,更不用说有一些直接关联的城市化观点与

理论了。笔者曾试图通过分析西方对中国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来了解那一时期中国城市

化发展的目的,看来不能完全如愿。不过,既然不能从正面了解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那能不能从

侧面进行了解呢? 19世纪末中国城市化为6%,1949年为10.6%,在20世纪上半期近50年内,中国城

市化率上升了4.6%。尽管以今天眼光来看,那一时期城市化不像如今发展的那样快,但是城市化毕竟

还是向前发展了,因而,这种城市变迁会或多或少在城市史料中展现出来。的确,尽管西方对20世纪上

半期中国城市化的直接研究很少,但是,不少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论著,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尽管缓慢

但让人能感觉到的城市化潜流,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病”现象。如此论著不在少数,下面仅举例说明。
例如,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等论著,都论述

了近代上海移民情况。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海这个城市中,移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有广州移民,宁波移

民,江苏—华北移民等。上海的劳工大多数是外来的,其中,广东木匠、宁波铜匠和苏北盐城的黄包车夫

在上海都是非常有名的。从上海这个中国20世纪上半期最西化的城市中可以看到,那一时期的中国城

市化,尤其是人口城市化暗潮的涌动。再如,从韩起澜《姐妹们与陌生人:1919-1949上海纱厂的女工》
论著中②,可以感受到中国20世纪上半期城市化对农村社会有一定影响。那一时期,在上海纺纱厂有

很多外来女工,这说明即使是在那个半封建的年代里,也有不少女性农民工进城打工养家糊口。众所周

知,在前近代中国社会里,尤其是封建性浓厚的农村社会中,女人是很少进城的,更不用说在城市里长时

间的工作了。而到近代,尤其是20世纪初大工业生产在大城市出现之后,或许是因生存压力,或许是因

对美好生活的预期,出现了不少女性农民工进城做工的现象,此种现象与当代女农民工进城打工,有某

①

②

这是笔者与马润潮先生探讨这个问题时,后者所作的解释。

EmilyHonig: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s,1919-194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



种相似性。同时,从西方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在那一时期城市化过程中

所出现的问题,即“城市病”,诸如棚户区,有组织犯罪等现象大量存在。安克强、贺萧、魏斐德、马丁、卢
汉超等人对妓女、流氓(青帮)、乞丐、游民等诸多城市下层人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其出发点并不是

为了研究那一时期的城市化,但是这些研究无不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有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在这个人

口城市化过程中,因同一时期工业不发达,吸纳能力有限,不少进城农民为了谋生,从事非正当职业,诸
如女为娼妓,男为流氓、混混等。诸如此类种种现象,都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病”的典型表现。从城市

化理论上讲,“城市病”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发展速度超过了同一时期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使得工业部门没有能力容纳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不少人只能在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可以看出,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比之于同一时期的工业化,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后者,因而这种城市化属于“虚
假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是非正常的,具有浓厚的畸形色彩。

三、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现代化

城市化研究一般是超出单个城市,在一个更大区域内来考察的。虽说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区

域城市化、整体城市化研究很少,但却对同一时期的单个城市研究却比较多,尤其以上海居首,这一点仅

从熊月之、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就可以看出。在单个城市中,上海研究一度成为海外研究的热点,
其次是天津、汉口、广州、北京、成都、重庆、济南、哈尔滨、大连等。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展,现已出现了一些有关中国边疆城市的研究成果①。不过,总
的看来,可能是因史料相对较多一些的缘故,西方对中国通商口岸城市研究较多。对此,如前所述,相关

综述已有不少,本文就不再赘述。在此,本文只想从这些单个城市史论著中,看看20世纪上半期中国单

个城市内在现代性的发展,即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市内涵提升的程度如何。
首先,城市经济的现代化。
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最能体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应该是那一时期中国的通

商口岸。墨菲有关中国通商口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是20世纪

上半期中国现代工业中心、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所有条约口

岸城市对当时中国来说,都是新的,因为它们基本是现代西方商业-工业城市的复制品,其银行,保险,
通讯,股份公司,保护个人财产等制度与西方是一样的。这些新事物,尤其是保护个人财产,个人企业神

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亘古未有的好事。于是,很多中国商人涌入条约口岸,扩展自

己的商业事业”。就是在这些通商口岸,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并得到了发展,“在中国这样一

个技术相对落后,缺乏重大变化的国度里,西方工业技术在条约口岸展现出来,使得这些城市看起来像

是变化,进步与发展的中心。就是在条约口岸,中国工业化开始启动了,并在那里集中进而得到发展,直
到20世纪50年代”[6]26。墨菲认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通商口岸是那一时期中国的“飞地”,其经

济现代化的影响只局限于特定城市及周边地区,而对中国广大内陆腹地影响却很小。不过,正是这些通

商口岸现代性经济的发展,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可贵的物资、人才、技术等基础。
其次,城市政治的现代化。
在20世纪90年代,罗威廉有关19世纪汉口的两部专著,在西方学界引发了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有

没有“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大争论。“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一词因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论著而

被概念化了。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

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就哈贝马斯而言,其核心概念

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指政治社会,是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

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

① PiperRaeGaubaz:BeyondtheGreatWall:UrbanFormandTransformationontheChineseFrontiers,Stanford:StanfordU-
niversityPress,1996.



罗威廉、玛丽·兰金和大卫·斯特兰德等人认为①,在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有诸多现象可

以表明,中国城市不仅出现了“公共领域”,而且还不断得到了发展。大卫·斯特兰德认为民国时期,中
国出现了“市民社会”。例如,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政府权力日渐式微的状况下,城市地方精英,尤其是

商人,通过行会(会馆)、公所、商会、商团等组织,对城市中诸如赈灾、消防、马路扩宽等市政事务进行管

理,旨在解决“早期现代化的城市所面临的史无前例而又异常特殊的城市问题”[7]145,而这些自治组织管

理城市现象越来越普遍,其管理权力逐渐超越一般事务,对政治事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逐渐对城

市具有一定控制权。从个体来看,城市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力。然而,他们认为那一时期中国或存在

“公共领域”,或存在“市民社会”的观点,遭到了魏斐德、黄宗智、法库豪尔、何伟亚等多数人的反对②,后
者认为虽然在清末民初时候,中国城市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带着现代民主化色彩的新政治生活,
但是要用以“西方化”的概念来加以研究与描述,有些言过其实,也是不恰当的。尽管如此,此后西方学

界对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大多受到这两个概念的影响。其实,反对用“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来描述

中国城市政治的学者,并不是要否认那一时期中国城市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民主化现象,只不过,他们

认为中国这种现象与西方近代早期同类现象相比,远远不如后者民主化程度深。所以,不论是赞成的,
还是反对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一些比较大的城市中,其政治生活

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变化,即使这些变化与西欧近代早期的变化并不完全相符,用西方语境下的“公
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来描述,值得商榷,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这个作为现

代化的载体,具有与欧洲近代早期“城市的共同之处”[7]145。这些“共同之处”,就是中国近代城市政治现

代化的表现。
再次,市政改革与城市空间的现代化。
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机器大工业、大工厂的采用与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自身管理与空间

日见窘迫与局促。在这种状况下,对城市原有管理机构与城市空间进行改革与扩展,就成为必然。司昆

仑《走向文明:中国城市改革:1895-1937》,安克强《上海1927~1937:市政权力、地方与现代化市政权

力》,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等论著③,就是阐释这种背景下,19
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所做出了一些应对性的变革。在此过程中,中国城市中具有现代意义的

市政府、市政概念和管理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传统城市空间被打破,逐渐向现代城市空间演变,诸如很

多城市相继拆除城墙,城市公园与广场在一些比较发达城市出现。20世纪上半期,城市中所出现的市

政府、警察、城市公园等典型现象④,是那一时期中国城市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向现代化迈进最好的注脚。
最后,城市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
在西方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这方面相关研究成果是比较多的。近代以来,诸多力量的合力,使

得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以及以为人服务的卫生、教育、娱乐等出现了现代性的嬗变。例如,罗芙云从城市

现代化的角度,展示了1900-1928年间天津城市在卫生管理和卫生观念方面所展示出来的现代性,同
时也指出了该城市在卫生管理方面的不足[8]。现代性的教育体系、现代性的文化娱乐等在20世纪上半

期中国城市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现象,在不少西方相关论著中都可以看到。对于城市这方面现代性的

捕捉,比起与城市在经济、政治、市政与空间等方面现代性的捕捉,要相对容易一些,然对于前者,却很难

①

②

③

④

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
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MaryBRankin:EliteActivismandPo-
liticalTransformationinChina:ZhejiangProvince,1865-1911,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Strand,David:Mediation,Representa-
tionandRepression:LocalElitesin1920sBeijing,pp.216~235inJosephW.EsherickandMaryBachusRankin(eds.):ChineseLocal

ElitesandPatternsof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1990.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魏楚雄《挑战传统史学及研究方法———史学理论与中

国城市史研究在美国及西方的发展》,《史林》,2008年第1期。

KristinStapleton:CivilizingChengdu,ChineseUrbanReform,1895-1937,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
有关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城墙拆除、公园开辟的相关研究还有不少,具体目录可以参看《城市史研究》23辑中史明正《西文中

国城市史论著分类要目》一文。



用一两句话进行概括,因为前者相对微观。正因如此,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与文化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说明了现代性在逐渐深入城市社会的单元“细胞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发展中的

城市社会,的确是有别于前近代传统城市社会了。
与城市化一样,西方直接从城市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的论著并不多,不过,

从众多有关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史论著中,还是比较容易地感知到那一时期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脚步的。

四、余 论

总之,要了解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看法,主要是靠从相关论著的侧面

而感知。审视西方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史论著,从中确实能感知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

代化的可喜而又缓慢的发展。但是,这种靠感知的状况,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化与城

市现代化发展是非常有限的。或许正因为其不发达,发展不明显,其相关数据,其相关档案比较少,研究

起来难度大,所以,到目前为止,西方还没有出现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整体城市化的论著。一般来

说,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是互促共进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有限,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同样

也是有限的:经济现代化只局限在通商口岸及周边地区;正因为政治现代化的有限性,才有部分学者反

对使用“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来描述那一时期中国所出现的具有民主色彩的城市政治生活;在市政

改革与空间变化中,城市中的传统力量往往大于现代力量,使得改革常常步履蹒跚,所取得的成就往往

不能达到预定目标;城市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也是有限的,卢汉超认为即使是在上海,在这个中国最具

现代化特色的国际大都市里,大多居民的日常生活是远离繁华的南京路的,过着一种比较传统的生活,
即受现代化的影响较小[9]。从地理空间上看,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主要发

生在沿海、沿江的那些通商口岸城市,因此,不论是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看,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

与城市现代化都是有限的。
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这个政局动荡不堪、内忧外患的国度里,其城市

化与城市现代化在夹缝中仍顽强地向前发展,这种发展,犹如在黑暗天空中几颗闪光的星星,尽管它们

的光是那样地微弱,但还是能给人带来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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